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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若干问题的再思考
———以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为例

王艳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开封 ４７５００１）

［摘　要］近些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广西龙江严重的镉污染事件表明，重金属污染带来
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它所留下的诸如公众权益如何维护、企业治污内驱力如何调动、政

府环境管理责任如何加强、生态环境损害如何补偿等问题值得人们深入思考。要解决我国重金属

污染问题，一要立足国情，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探索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与方法，不断创

新管理机制，以有效应对现实中的重金属污染损害评估问题，更好地维护公众的环境权益；二要积

极修改完善我国环境立法，从根本上纠正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悖论，调动企业防治污染的内

驱力；三要在立法中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污染防治监管的法律责任，强化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

展意识，避免再现铬污染事件频发所呈现出来的非科学发展之痛；四要尝试在我国加强环境公益诉

讼制度建设，在存在潜在环境事故风险的企业中推行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积极尝试实行符合市

场规律、切合环保需求、体现社会公正的环境损害补偿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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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我国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如２００５年
广东北江韶关段和２００６年湘江湖南株洲段发生的
镉污染事故，２００９年陕西凤翔和２０１０年湖南多地
发生的儿童血铅超标事件，２０１１年云南曲靖和２０１２
年广西龙江发生的镉污染事件，以及２０１３年江苏沭
阳天能集团的重金属污染与广州的“大米铬超标”

事件等。这类重金属污染事件给当地带来严重的经

济与环境损失，其所暴露的很多潜在社会性问题应

当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其中，２０１２年春节期间广西
龙江发生的镉污染事件的污染程度令人震惊，曾令

广西河池龙江两岸及下游柳州的当地群众不得不直

面饮用水危机。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虽已过去两年

多时间，但我们需痛定思痛，重新审视该事件，诸如

重金属污染事件频发背后的地方产业发展价值取

向、企业污染治理、政府环境责任、生态保护、民生权

益维护等深层次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一、公众环境权益的维护

公众环境权益如何维护？虽然每一次重大环境

公害事件后此问题都会被提起，但从现实来看，目前

仍然缺乏有效的应对机制来切实维护众多深受环境

公害事件影响的公众的环境权益。在广西龙江镉污

染事件中，当地因镉污染直接导致１３３万尾鱼苗和
４万公斤成鱼死亡，涉及养殖户 ２３７户、网箱 ７５８
箱［１］。虽然当地政府在污染事故发生后就宣称将

会对污染水域的鱼类资源和水产养殖资源损失进行

全面、细致的评估，并在评估基础上按照相关法律法

规要求污染主体对损失进行全面赔偿［２］，但具体的

补偿情况至今依然未见诸报道。实践中，目前很多

在环境事故中实施的直接性损失补偿程序与认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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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仍然存在诸多争议。比如，在很多水污染事故中

对渔民赔偿最通行的方式是主要根据死鱼数量和网

箱拆除情况的简单补偿，渔民除非能证明自己的损

失高于目前的赔偿金额，否则不能获得预期的赔偿

数额，而对于普通渔民来说，很难维权。广西龙江镉

污染事件发生之前，当地很多渔民采用网箱养殖大

规格的草鱼、竹鱼、银鱼和罗非鱼等，其养殖周期常

常需要３年，污染事故发生时很多渔民养殖的鱼类
是两年前投苗，鱼类本身生长还没能达到预期，且前

期投放的饲料、鱼苗成本巨大，诸如此类的渔业养殖

纯投入期间的成本如何估算、认定，国家还没有出台

明确、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定，导致在污染事故赔偿实

践中争议不断、无所适从。福建省紫金矿业水污染

事件一年后的有关调查显示，事发后的污染企业即

紫金矿业虽委托当地政府对当地渔民因污染事件导

致的死鱼以６元／斤的价格进行收购补偿，对渔民购
置的网箱养殖工具按４０元／平方米进行赔偿，但按
照此补偿标准获赔后的众多渔民发现，其获赔款甚

至不及养殖投入的饲料成本。另外，由于众多污染

受害者在资金、知识背景等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加上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普通渔民想依靠自身力量、通过

司法程序获取预期赔偿的难度也很大。［３］

每次重大环境事故发生后，除了官方认定的经

济损失外，还会涉及公众各种潜在的利益问题，如渔

民转型生产的高昂成本、各种潜在的健康隐患等，这

些潜在的利益损害赔偿如何界定、以何标准进行赔

偿？从现有法律中似乎难以找到明确答案，亟需国

家相关部门研究并制定完善的对策。为切实推动环

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顺利开展，２０１１年５月中
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出台了《关于开展环境污

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环发〔２０１１〕６０
号文件），其总体目标是：围绕环境保护中心工作，

制定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技术规范，组建鉴定评

估专业队伍，健全工作机制，为环境行政管理、环境

污染案件审理与相关环境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支

持，为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与修复机制的建立奠定基

础。但是，该意见总体上是原则性的，并且其要求全

面推进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完善相关评估技术

与管理规范、推进相关立法进程及基本形成覆盖全

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能力的目标，将实

施时间定为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无法应对、解决现实中
频繁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现实中，如何立足我国

国情，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积极探索环境污染损害鉴

定评估技术方法，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并有效应对现

实中的重污染损害评估问题，已成为考验政府执政

理念、检验政府执政效果的重要内容。因为，公众环

境权益如果不能够得到有效维护，不仅会影响公众

参与环保实践的积极性，而且会进一步激发社会矛

盾，影响社会稳定。

　　二、企业防治污染动力的调动

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主体，企业对环境保护的

态度与行为、对环境问题的预防与解决，具有重要作

用。广西龙江镉污染事件正是由于广西金河公司冶

化厂未依法建设渣厂而将严重超标的高浓度镉废液

汇集后通过天然溶洞排入龙江河，同时将不符合国

家排放标准的污水通过管道排入龙江河，以及鸿泉

立德粉厂在进行碳酸锌、铟等生产过程中没有任何

污染防治措施直接将含镉废水偷偷排进龙江河而造

成的。诸如此类的企业违法排污在其他污染事故中

也屡见不鲜，并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些现象在拷问

着我国污染防治制度的同时，也会让人思索现实中

该如何调动企业防治污染的内驱力这一根本性

问题。

针对我国环境法治实践中守法和执法成本高、

违法成本低的不正常现象，我国环保法规正在进行

积极的修改完善。就我国《水污染防治法》而言，在

２００８年修订之前，对造成重大或者特大水污染事故
的，其第８３条第２款只规定要求按照水污染事故造
成的直接损失的３０％计算罚款，最高不得超过１００
万元。因而，在２００５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水污染事故
之后，国家需要投入数百亿元来治理其所造成的损

害，但对其责任人中石油吉林石化分公司的罚款仅

为１００万元。２００８年我国《水污染防治法》修订的
重点内容之一则是加大水污染行为的处罚力度，增

强对违法行为的震慑力，取消了最高不得超过１００
万元的罚款限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过罚

相当”的法治基本理念。［４］行政处罚数额的提高，不

仅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的本质规定，即“在经济观

点上一开始不只是费用负担的分配问题，而且是为

了达到一定经济上诱因的作用，同时亦在一定程度

上对一定污染之制造者有产生吓阻之作用”［５］，同

时也能极大地提高公众对于环境法律和环保部门的

信心。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很多污染事故

所导致的损失并不仅仅是官方认定的直接经济损

失，还有诸如对当地渔业养殖行业的危害、影响当地

民众健康的潜在危害与造成当地生态环境的破坏。

另外，我们还要看到，现有法律制度下的行政处罚数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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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仍然很难对污染型企业形成实质性威慑，对大部

分污染企业来说，其得到的更多只是告诫，而远非严

厉惩罚。如依据 ２００８年新修订的《水污染防治
法》，在 ２０１０年紫金矿业污染福建汀江事件中，福
建省环保厅对紫金矿业做出了罚款９５６．３１３万元的
行政处罚，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处罚数额最高的一

次环境执法行动，被认为是我国环境执法历史中的

一座里程碑。但紫金矿业在２００９年实现净利润约
３５．４１亿元，２０１０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２７．０７亿元，
而对于对公众造成严重损失、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

影响的紫金矿业来说，所领到的只不过是一张千万

元罚单而已，仅是其利润的九牛之一毛。现实中，企

业对环境监督水平与环境违法行为处罚的估算会促

使企业采取守法行为，但在较低处罚额度的条件下，

则常常会出现违法行为。［６］基于此，２０１４年４月我
国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针对那些责令其限期整

改却屡教不改的企业，规定了自责令之日起按日计

算罚款的措施，且罚款数额上不封顶，这对违法企业

将会产生极大的震慑力，促使污染者在付费与治污

之间认真权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违法成本低

而守法成本高的问题，

令人欣慰的是，在其他的环境保护立法保障措

施中，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也正在逐渐地

得到纠正。例如，２０１１年５月１日起施行的《刑法
修正案（八）》对刑法第３３８条“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罪”做了较大修改，对比前后条文，该条款将犯罪构

成要件中的犯罪结果由“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

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

果”修改为“严重污染环境”，这显然将会加重行为

人的责任，即只要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都将被追究

刑事责任。同时，将“危险废物”修改为“有害物

质”，据此，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

物、有毒物质都被列入了有害物质的范畴，无需再通

过《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来确定适用范围。［７］另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２０１３年６月公布
了《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该司法解释首先降低了环境犯罪的定罪

量刑门槛，如过去污染环境定罪标准为造成１人以
上死亡，现改为１人以上重伤；过去加重处罚标准为
造成３人以上死亡，现在只要求造成１人以上死亡；
认定环境污染犯罪标准过去都要求有结果，现在不

少标准规定只要求有相应的行为。我们相信，相关

法律规定的修订与完善会进一步调动企业防治污染

的内驱力。

　　三、政府环境监管责任的加强

对广西镉污染所在地河池而言，这个有着“中

国有色金属之乡”美誉的地方，近年来却成为重金

属污染事件的高发地区，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河池

的有色金属污染形势近些年一直相当严峻，无论是

河池当地喀斯特地貌的地理因素，还是企业散、乱的

现实原因，无疑都要求政府的监管和治理应更加有

力。而在龙江镉污染事件爆发之前，河池有色金属行

业一直处于整顿治理之中：２００６年河池市因未完成
节能减排任务于２００８年被国家实行“区域限批”，要
求严肃整顿治理，暂停新项目审批；南丹众多儿童被

检测出高铅血症事件之后，河池也被要求对有色金

属行业进行全面整顿治理；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７日，国
家环保部向媒体公布２０１０年环境保护部第二批挂
牌督办案件，其中南丹县３家重金属排放企业就被
挂牌督办，再次被要求整顿治理。因此，在河池市这

种环境污染一直处于形势严峻的背景下，导致龙江

镉污染事件发生的诸如部分企业偷排、污染物洞渗

漏进入地下河再流到地表河等情况，无法再继续掩

盖当地政府及其环境监管部门监管与治理乏力的

事实。

可以说，当地政府在环保方面不作为、干预执法

与决策失误是造成环境顽疾久治不愈的主要根源，

而近些年不断涌现的重大环境公害事件的产生大多

与某些地方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深层次

来看，这些问题也暴露出某些地方政府在地方经济

与社会发展决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对环境因素的忽

视，以及对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综合决策的缺位。

然而，我国立法早已经明文规定了政府部门在社会

发展进程决策中考虑环境因素的法定义务，如我国

１９８２年《宪法》第２６条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
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１９８９年《环
境保护法》第６条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
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和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

人进行检举和控告；其他一些具体的环保立法，也都

遵循上述规定，在立法内容上，明确地规定了各级政

府综合决策中有环境考量的法定义务。与单个环境

污染事件相比，政府的决策与规划对环境影响范围

更广、历时更久，且影响发生之后更难处置，如果不

从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的源头去预防环境问题的发

生，我们必将付出更大的经济与政治代价。［８］

为强化地方政府的环保监管责任，我国已陆续

颁布《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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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等文

件，尝试在我国实行环境保护问责制，加大环境行政

责任追究的力度，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究其原因，

一个关键因素就是目前我国立法中政府行为的约束

机制和具体、可操作的责任追究机制的缺乏，导致政

府环保责任形同虚设，影响力有限。因而，未来我国

污染防治综合性机制构建中的一个重点应是，在立

法中进一步强化各级政府污染防治监管的法律责

任，强化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意识，避免再现

镉污染事件频发所呈现出来的非科学发展之痛。而

这一点已经在２０１４年新修订通过的《环境保护法》
中得到反映，该法针对因监管缺位、越位、不到位及

其他一些环境行政违法行为而造成重大影响或者发

生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的情形，明确规定应责令其地

方政府分管领导与环境监管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引咎

辞职，以确保其积极履行法律规定的环保职责。

　　四、生态环境的补偿

公正的制度能够提供一种激励机制，使人们积

极参与自身生活的改善，最终带动整个经济社会的

发展和进步。［９］现实中，污染肇事企业往往仅赔偿

直接性的经济损失，对耗资巨大、修复时间较长的污

染区域生态环境的损失则往往漠视。现行立法中污

染行为生态补偿、恢复责任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现有

生态损害估算方法、技术的不成熟，导致目前我国生

态补偿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同时，在生态恢复期间，

被治理的污染区域常常不能够正常利用，这也造成

一定的潜在经济损失。这些相关损失目前在我国通

常是由受害群众、地方政府乃至全社会来承担，这是

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持续的。

围绕着众多重大环境事故所导致的生态损失补

偿问题，我国学界也进行了多方探讨，其中尝试在我

国推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成为主流。但囿于现

有法律条款对环境侵权诉讼主体资格与条件的限

制、环保意识参差不齐、一些地方政府仍以经济发展

为中心等因素，公益诉讼的实践在中国仍处于步履

维艰的状态。但从长远看，随着科技与经济的迅速

发展，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公害问题日益

凸显出来，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公益诉

讼越来越受到重视，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与

实施的条件也正在逐步得到改善。一方面，我国很

多地方司法机关开始尝试建立环保法庭，开始专门

性地处置环境纠纷与各种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同

时，也在积极探索解决检察机关与环保机关、环保检

察与环保监察在环境案件中的分工协作与职能界

定，以及法律监督与审判活动之间的配合制约等实

践难题。另一方面，我国相关的立法规定也在进行

修改完善，以适应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设的法律需

要。２０１２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和２０１４年新通过
的《环境保护法》（修订案），针对污染环境、侵害众

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增

加了法律规定的机关、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的具体规定，从而在现有立法中明确赋予有

关机关和社会团体对消费者权益和环境污染等案件

的诉权资格，不仅增设和完善了我国的当事人制度，

还进一步建立了包括生态环境利益在内的国家利益

和社会利益的司法保障机制。但应看到，《民事诉

讼法》新的公益诉讼条款仍然过于原则，对可提起

公益诉讼的主体即有关机关和社会团体还没能进行

清晰的范围界定。显然，要让公益诉讼概念真正走

入司法实践，还需要细化有关规范，制定配套的执行

细则。

除了环境公益诉讼之外，还需要考虑一些行之

有效的其他替代性措施。考虑到众多重大环境污染

事故中受害人数众多、生态环境损害严重、环境治理

艰巨等特点，虽然依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第 ６５条规
定，因污染环境而造成损害的污染者应当承担侵权

责任，但需要赔偿的数额巨大，企业即使破产也很难

给予全面赔偿。同时，面对众多的环境事故，政府进

行事后补偿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不能满足众多受

害人的要求。为此，探讨符合市场规律、体现社会公

正的生态环境损害补偿性措施就成为现实需要。目

前来看，在存在潜在环境事故风险的企业中推行环

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是行之有效的重要措施。这一

措施也是很多国家应对企业环境风险的有效措施，

如依据德国的环境责任立法，存在重大环境责任风

险的“特定设施”的所有人，必须采取一定的履行预

先保障义务的措施，包括与保险公司签订损害赔偿

责任保险合同，或由州、联邦政府和金融机构提供财

务保证或担保；同时，德国的环境责任立法还直接以

附件方式列举“特定设施”名录，名录覆盖了关系国

计民生的所有行业，对于高环境风险的“特定设

施”，不管其规模和容量如何，都要求其所有者投保

环境责任保险。法国和英国则以自愿保险为主、强

制保险为辅，一般由企业自主决定是否就环境污染

责任投保，但法律规定必须投保的则须强制投保。

我国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制度要求，有些企业为了应

对不确定的环境事故风险，已经开始积极尝试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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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责任保险。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８日，湖南省株
洲市昊华公司发生氯化氢气体泄漏事件，导致周边

农田受到污染，但由于这家企业于２００８年７月投保
了由中国平安集团旗下平安产险承保的环境污染责

任险，依据保险条款，平安产险与村民们达成赔偿协

议，在不到１０天的时间内就将赔偿款给付到１２０多
户村民手中。该实例对于环境事故中的公民权利救

济与生态环境损害补偿问题显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

义。２０１１年环保部发布了《关于加强铅蓄电池及再
生铅行业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要求积极推行铅

蓄电池和再生铅行业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特

别是位于重点区域的重点企业和环境风险较大的生

产企业应购买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我国政府也在积

极尝试符合市场规律、适应环保需求、体现社会公正

的环境损害补偿性措施。

　　五、结语

从理论上看，任何一项重要社会问题的解决都

会涉及人类发展模式的历史性转变，因为它总会涉

及人类生产方式、消费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和处世方

式的重大突破。［１０］因而，我国重金属污染防治措施

必然也会涉及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科技与教育、

资源开发与利用、环境保护战略等诸多方面。但作

为规范社会主体之间基本行为、维持人们之间有序

关系的基础性规范，法律制度因其自身具有的规范

性和强制性特点，已成为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所必

不可少的。由于重金属污染防治领域涉及的社会主

体范围广泛且利益需求众多，加之以往缺乏系统、全

面、公平的立法应对体系，因此其实践效果很难达到

理想状态。为此，重金属污染问题的解决应诉诸立

法，要为重金属污染防治实践的开展、相关问题的解

决提供明确、可靠的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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